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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双频识别声纳(DIDSON)的辽东湾近海沙海蜇监测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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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双频识别声纳(DIDSON)在近海海域大型水母沙海蜇(Nemopilema nomurai)监测中的效果, 本研究于

2017 年 7 月、8 月通过 DIDSON 的走航观测对辽东湾近海伞径 16~81 cm (7 月份平均伞径 33.01 cm±13.17 cm, 8 月

份平均伞径 57.03 cm±13.44 cm)的大型水母沙海蜇开展丰度和垂直分布的监测调查, 并同步结合传统网具调查, 以

验证和比对 DIDSON 观测在大型水母沙海蜇监测中的效果。调查结果显示: DIDSON 观测影像可直观显示沙海蜇

的数量及其在水层中的位置。7 月份 3 个调查断面声纳观测的沙海蜇丰度分别是 6.13 ind/1000 m³、6.71 ind/1000 m³、

7.93 ind/1000 m³, 平均丰度为(6.92±0.75) ind/1000 m³。8 月份 3 个调查断面声纳观测的沙海蜇丰度分别是 1.41 ind/1000 m³、

1.23 ind/1000 m³、0.55 ind/1000 m³,平均丰度为(1.07±0.37) ind/1000 m³。比对锚流网调查沙海蜇的丰度, 7 月份和   

8 月份 DIDSON 监测的沙海蜇平均丰度分别是网具调查的 4.89 倍和 3.95 倍。声纳观测影像显示沙海蜇主要栖息在

调查海域中上层水域(1.1~10 m), 底层水域沙海蜇出现的少。比起传统的网具调查, DIDSON 更加精准的监测调查

到调查海区沙海蜇的丰度, 并观测到沙海蜇的垂直分布, 证明双频识别声纳可以适用于浅海大型水母沙海蜇的监

测调查工作。研究结果表明, DIDSON 观测可以扩展大型水母沙海蜇监测的内容, 在对其行为学的观测上具有较大

的优势。通过延长 DIDSON 走航式观测时间, 扩大 DIDSON 探测范围, 并结合传统网具, 可以更加精准的开展沙

海蜇数量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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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末以来, 全球多海域大型水母暴发对

海洋生态系统、滨海人类活动造成了严重危害[1-2]。

东亚水域则是大型水母暴发的重灾区之一。中、

日、韩科学家连续十多年对东亚水域开展了大型

水母暴发机理、监测预警及灾害防治等多方面开

展了系统的调查研究[3-5]。辽东湾位于渤海, 是我

国北方最重要的渔场之一, 近十多年来, 大型水

母暴发在辽东湾连年发生, 对渔业资源和海洋生

态系统造成了危害[6]。在自然海域中开展大型水

母监测调查对掌握其生态习性、开展水母灾害预

警防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国内外学者通过网具、目视调查、水下摄像机、

声学技术和航空影像等技术对大型水母展开了监

测调查[7]。关于声学技术在大型水母监测调查应用

方面, 近十多年来, 国际上多种科学鱼探仪[8-12]、信

标[13]等多种声学技术逐渐用于大型水母监测调查

和行为规律研究中, 展现出了良好的观测效果和

应用前景[14]。随着声学技术的发展, 高分辨率的双

频 识 别 声 纳 (dual-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onar, 

DIDSON)在国际上的渔业管理上已经得到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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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用 , 在鱼类行为学监测 [15-16], 鱼群数量评  

估[17-18]等方面展现出优越的监测效果。DIDSON

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即使在浑浊、黑暗的水体中也

能产生清晰的声学影像 , 又称为声学摄像机 [19], 

Tiffan 等[20]采用DIDSON观察到哥伦比亚河大鳞

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tshawytscha)挖洞产卵的

情形; 太平洋鲑鱼委员会利用 DIDSON 观察了加

拿大 Fraser 河上游和下游鲑鱼的洄游情况 [21]; 

Rakowitz 等 [15]利用 DIDSON 定量观察了捷克

Zelivka 水库内鱼类对拖网的回避行为特征, 发现

DIDSON 可以清晰的识别对拖网表现出明显回避

反应的鱼和对拖网没有表现出明显回避反应的鱼, 

可以良好的应用于鱼类的行为学研究。Magowan 

等[16]通过 DIDSON监测了美国马萨诸塞州沿海小

河流中成年河鲱 (Alosa pseudoharengus 及 Alosa 

aestivalis)的数量和洄游方式, 利用每天 24 h 记录

的图像, 根据 DIDSON 影像中鱼类大小、形状和

行为的不同 , 人工计数和识别不同的鱼类。

DIDSON 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声纳类型, 利用它

可以连续监测和计数沿海小河中的河鲱鱼。

Budnik 等 [22]在北美伊利湖支流的河口附近使用

DIDSON 监测了增殖放流的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幼鱼的迁移模式, 测量了放流虹鳟的体长, 

并估算了在放流后的前 7~8 周到达河口时的存活

率。在 DIDSON 进行大型水母监测方面, Han 等[23]

和 Makabe 等[24]曾利用该仪器成功的对近岸盐湖

水域暴发的海月水母(Aurelia sp.1)进行了监测调

查, Honda 等[25]曾经用 DIDSON 观察了日本海近

岸游动的沙海蜇, Lee 等[26]曾经用 DIDSON 研究

了黄海海域沙海蜇的游动速度和伞径的关系。 

DIDSON 监测也存在一些弱点 : 第一是

DIDSON 有最小探测目标的尺寸限制, 为了确保

探测目标被准确的检测到 , 一些应用中设置了

4~5 cm 的目标检测阈值[24, 27-28]; 第二是探测距离

的限制(1.8 MHz 探测频率的最大探测距离 15 m; 

1.1 MHz 探测频率的最大探测距离 40 m), 适合于

探测水深较浅的水域; 第个是 DIDSON 具有表面

1 m 左右的探测盲区, 使水面表层的探测目标无

法被探测到 [24, 29-30]。近十多年来 , 国内开始将 

DIDSON 应用于不同水域的鱼类资源调查与行

为观测。周家飞等[29]对葛洲坝下游的近坝区域的

水域进行了 DIDSON 走航观测和昼夜定点观测, 

调查了该区域的鱼类资源密度, 并分析了鱼类的

昼夜垂直分布行为。莫伟均等[30]利用 DIDSON 对

贵州北盘江光照与董箐库区的鱼类进行了水声学

调查, 监测了鱼类的密度和垂直分布。Zhang 等[31]

通过 DIDSON 对雅砻江中部两河口水电站大坝下

游鱼类的洄游规律进行了观测, 并进行了自动计

数和测量了体长, 验证了在 DIDSON 测量水电站

下游鱼类洄游行为方面的巨大潜力, 这将有助于

中国鱼类通道研究和鱼类资源保护。关于声学技

术在我国渔业的应用方面, 目前我国学者已经先

后将声学技术多次应用于海洋重要经济鱼类[32-34]、

淡水鱼类[29-31, 35]、南极磷虾(Euphausia superba)[36]、

头足类[37-38]等渔业资源的定量评估中, 并均取得

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国内近几年开始了声学技术

在大型水母监测调查应用方面的研究[14,39-41], 尚

未发现通过 DIDSON 对我国近海大型水母的观测

报道。在本研究中 , 我们在国内首次尝试采用

DIDSON 开展辽东湾大型水母沙海蜇丰度和分布

的监测调查, 验证 DIDSON 在我国近海大型水母

监测调查中的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采样方法 

2017 年 7 月 18 日和 2017 年 8 月 18 日, 根据

前期调查选择沙海蜇出现数量较多的辽东湾营口

近海作为监测海域, 随机选择 3 个区域, 租用辽

营渔 15228 号渔船(功率 88.2 kW), 按照辽宁省地

方标准《沙蜇监测调查技术规程》(DB21/T 2823- 

2017)[42]开展传统网具的沙海蜇监测 , 调查网具

为沙海蜇网(50 m×8 m, 网目 10 cm), 该网具为锚

流网, 利用海流将沙海蜇兜在网中进行捕获。同

时, 待调查网具下网结束, 在与调查网具相距 50 m

左右沿着下网方向设置 DIDSON 观测断面, 调查

断面位于沙海蜇进入网口的一侧(图 1), 每个断面

观测时间 30 min。网具下网的同时, 利用 ALEC

公司生产的直读式电磁流速流向仪(AEM213-D)

测量下网期间海流的平均流速, 1 h 后起网计数捕

获的沙海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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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 年辽东湾水域沙海蜇声纳观测断面 

Fig.1  The transects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by DIDSON monitoring in Liaodong Bay, 2017 

 

1.2  数据采集 

由于调查区域的最大水深为 14 m, 故双频识

别声纳(Aris1800)采用的操作频率为 1.8 MHz (该

频率最大探测距离为 15 m, 在小于 15 m 水深的

范围内有效观测深度即为水深), 其模式波束水平

宽度 0.3°, 垂直宽度 14°, 视野角 29°, 波束数量

96 帧。采用自制的支架将 DIDSION 主机固定在

船舷, 调整角度使主机(传感器)下沉至水面以下

0.3 m 处并保持探头垂直于水面, 探头前有 0.7 m

的探测盲区, 水深 1 m 以内为探测盲区(图 2)。调

查船待调查网具下网后 ,  沿着设计断面以 0.7~ 
 

 
 

图 2  双频识别声纳观测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 pyramid-shaped  
DIDSON view field 

0.9 m/s (2.5~3.5 km/h)速度前行 , 3 个断面的

DIDSON 观测数据采集时间均为 30 min。采用人

工计数的方式记录 DIDSON 观测视频中沙海蜇出

现的数量、分布水层及其对应的时间。以 1 min

为时间单元统计观测视频中出现的沙海蜇数量 , 

并计算其丰度。 

1.3  数据处理 

沙海蜇丰度计算以观测或者捕获到的沙海蜇

数量除以扫海体积来进行计算。DIDSON 观测不

同水层的沙海蜇丰度通过不同水层对应沙海蜇数

量除以不同水层的扫测体积进行计算, 具体公式

如下:  

双 频 识 别 声 纳 (DIDSON) 扫 测 体 积 , 以

DIDSON 走航时扫过的面积乘以航线长度计算, 

本研究 DIDSON 扫测体积的公式参考莫伟均等[30]

在北盘江董箐与光照库区鱼类资源水声学调查的

方法计算, 将 DIDSON 扫测形成一帧画面所探

测的水体近似看做四面体(图 2):  

声纳扫测体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VDIDSON=SABCvt  (1) 
 SABC=0.5bh  (2) 
 b = 2 h tan 7  (3) 

式中, VDIDSON 为声纳探测水体体积(m3); SABC 为垂

直走航方向的四面体中心垂面面积(m2); v 为声纳

探测走航时的船速(m/s); t 为声纳扫测时间(s); b

为声纳探测最远端截面的宽度(m); h 为声纳扫测水

体成像最远距离, 即为声纳扫测实际有效深度(m)。 

网具扫测体积通过下列公式计算:  

 Vnet=LHvhT  (4) 
式(4)中: Vnet 为锚流网调查的扫测体积(m3); L 为

锚流网在海中张开的宽度(m), 本研究中按照实

际下网宽度 50 m 计算; H 为锚流网在海中的高度

(m), 本研究中按照锚流网在海流的冲击下在海

中的实际张开高度 3 m 计算; vh 为通过锚流网的

海流速度(m/s), 通过实地测量本研究中海流平均

流速为 0.265 m/s; T 为锚流网调查时间(s)。 

DIDSON 或者网具监测沙海蜇丰度通过下列

公式计算:  

 ρ=1000n/V  (5)  

式(5)中: ρ为沙海蜇丰度(ind/1000 m3); n 为声纳探

测或者网具捕获的沙海蜇数量(ind); V 为声纳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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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网具的扫测体积(m3)。 

2  结果与分析 

2.1  观测图像 

图 3 为截取的 6 幅 DIDSON 观测视频图像。

如图所示, DIDSON 观测图像较为清晰的显示沙

海蜇在视野内的数量及其对应的水深。同时, 沙

海蜇游动时的角度和体位状态也能被 DIDSON 探

头捕捉到 , 且由于观测图像为连续的视频数据 , 

沙海蜇游动穿越 DIDSON 探测范围时的行为特征

可直观的被观测到。 

2.2  沙海蜇的平面分布 

7 月份, DIDSON 观测到的 30 min 内 3 条调查

断面沙海蜇丰度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从东向西

走航开始, 断面 1 和断面 2 沙海蜇的丰度在不断

降低, 断面 3 沙海蜇的丰度在不断增加(图 4)。8

月份, DIDSON 观测到的 30 min 内 3 条调查断面

沙海蜇丰度总体较低, 且较为平均, 断面 1 和断

面 2 沙海蜇的丰度相对高于断面 3, 断面 3 很多位

置未发现沙海蜇(图 5)。 
 

 
 

图 3  辽东湾水域 7 月和 8 月双频识别声纳( DIDSON )观测的沙海蜇影像 

Fig. 3  The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in DIDSON images in July and August in Liaodong 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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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辽东湾水域 7 月 3 条调查断面 DIDSON 观测沙海蜇丰度平面分布 

Fig. 4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abundance along  
three transects by DIDSON images in July in Liaodong Bay 

 

 
 

图 5  辽东湾水域 8 月 3 条调查断面 DIDSON 观测沙海蜇丰度平面分布 

Fig. 5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abundance along three 
 transects by DIDSON images in August in Liaodong Bay 

 

2.3  沙海蜇的垂直分布 

7 月, 断面 1、断面 2、断面 3 平均水深分别

为 11.0 m、10.0 m 和 7.4 m。通过声纳扫测数据分

析计算: 断面 1, 1.1~6.0 m水深沙海蜇栖息丰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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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断面2, 沙海蜇垂直分布较为平均, 1.1~2.0 m水

深沙海蜇栖息丰度更高; 断面 3, 1.1~3.0 m 水深

的沙海蜇丰度更高。(图 6) 

8 月, 断面 1、断面 2、断面 3 平均水深分别

为 12.0 m、14.0 m 和 13.0 m。3 条调查断面观测

的沙海蜇主要栖息在 1.1~10.0 m 的水深范围, 底

层水域未发现沙海蜇的分布(图 7)。 

2.4  声纳观测与网具调查沙海蜇丰度的比对 

7 月 3 条调查断面的 DIDSON 观测 30 min 内沙

海蜇的总数量分别是 135、122、79 头, 其丰度分别为

6.13 ind/1000 m³、6.71 ind/1000 m³、7.93 ind/1000 m³, 

DIDSON 观测 3 条调查断面沙海蜇平均丰度为

(6.92±0.75) ind/1000 m³。8 月份 3 条调查断面的

DIDSON 观测结果也有差异, 且观测到的沙海蜇

数量总体上少于 7 月份, 其数量分别为 37、44、17

头, 丰度分别为 1.41 ind/1000 m³、1.23 ind/1000 m³、

0.55 ind/1000 m³ (图 5), DIDSON 观测 3 条调查断

面沙海蜇平均丰度为(1.07±0.37) ind/1000 m³。 
 

 
 

图 6  辽东湾水域 7 月份 DIDSON 观测沙海蜇的垂直分布 

Fig. 6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by DIDSON images in July in Liaodong Bay 

 

 
 

图 7  辽东湾水域 8 月 DIDSON 观测沙海蜇的垂直分布 

Fig. 7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by  
DIDSON images in August in Liaodong Bay 

 

网具调查结果与 DIDSON 观测结果类似, 也

表现为 7 月沙海蜇丰度高于 8 月, 且丰度数值低于

DIDSON 观测结果。7 月网具调查沙海蜇数量分别

为 223、125、260 头, 其丰度分别为 1.56 ind/1000 m3、

0.87 ind/1000 m3、1.82 ind/1000 m3, 网具调查 3 条

调查断面沙海蜇平均丰度为(1.42±0.42) ind/1000 m³; 

DIDSON 观测到的沙海蜇平均丰度是网具调查的

4.89 倍(图 8)。8 月网具调查沙海蜇数量分别为 31、

62、23 头 , 其丰度分别为 0.22 ind/1000 m3、

0.43 ind/1000 m3、0.16 ind/1000 m3, 网具调查 3 条

调查断面沙海蜇平均丰度为(0.27±0.12) ind/1000 m³; 

DIDSON 观测到的沙海蜇丰度是网具调查的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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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图 9)。 
 

 
 

图 8  辽东湾水域 7 月 DIDSON 观测的沙海蜇 

丰度和网具监测沙海蜇丰度的比对 

Fig. 8  Comparison of abundance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in different layers by  

DIDSON images and by nets in July in Liaodong Bay 
 

 
 

图 9  辽东湾水域 8 月 DIDSON 观测的沙海蜇丰度 

和网具监测沙海蜇丰度的比对 

Fig. 9  Comparison of abundance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in different layers by 

DIDSON images and by nets in August in Liaodong Bay 

 
2.5  沙海蜇伞径测量 

根据网具调查所获沙海蜇, 测量了沙海蜇伞 

径, 由于网具捕获的沙海蜇部分伞径损坏, 选择

大多数完整的沙海蜇伞径进行了测量。7 月捕获

的沙海蜇伞径变化范围为 16~75 cm, 平均伞径为

(33.01±13.17) cm; 8 月捕获的沙海蜇伞径变化范围为

27~81 cm, 平均伞径为(57.03±13.44) cm (图 10)。 

3  讨论 

3.1  DIDSON 在其他渔业资源和大型水母监测

中的优点 

Zhang 等[43]通过 DIDSON 观察了养殖中华鲟

(Acipenser sinensis)的游泳模式并测量了体长 , 

Doehring 等[44]通过 DIDSON 观测了新西兰塔斯

曼湾莫图埃卡河流域沿海河口潮汐水闸处小型鱼

类 (全长约 60  mm)的迁徙分布特征 ,  证实了

DIDSON 也可以用于观测较小的鱼类的栖息分布

特征。Hwang 等[45]通过回声探测仪结合 DIDSON

观测了济州岛海域附近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 

的栖息习性, 并测量了带鱼的体长, 发现带鱼在

夜晚会以头部朝向海面的方式垂直游动。Swanson 

等[46]使用双频识别声纳(DIDSON)监测了密歇根

湖支流博德曼河的 3 种大小的洄游鱼类在春季和

夏季进入河流的行为, 并对鱼类行为的环境影响

因子进行了评估。Giorli 等[47]利用 DIDSON 观测

了夏威夷近海中上层海洋动物的空间分布, 并测

量了密度和大小, 发现可以通过海洋动物的运动

轨迹区分鱼类、鱿鱼和无脊椎动物等, 并且海况

条件会影响 DIDSON 影像视频的质量, 因此尽可

能选择风平浪静的天气开展 DIDSON 观测。并且 
 

 
 

图 10  辽东湾水域 7 月和 8 月沙海蜇伞径出现频率分布图 

Fig. 10  The bell diameter frequency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edusae in Liaodong  
Bay from net samples in July and August in Liaodong Bay 



1230 中国水产科学 第 29 卷 

 

DIDSON 在渔业管理的应用中, 逐渐开发出了自

动计数的计数方式 [44,48]。童剑锋等 [49-50]通过

DIDSON 进行了香鱼(Plecoglossus altiveli)的有效

识别并进行了软件自动计数, 得到了很好的效果; 

张进[51]根据 DIDSON 的成像特点, 对其采集的

图像进行预处理, 增强其视觉效果, 对上海滴水

湖进行了渔业资源调查, 对湖中的鱼类进行了软

件自动计数和资源量估算。张翔[52]通过 DIDSON

对象山港人工鱼礁鱼类的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 , 

并对 Echoview 软件自动计数的结果误差进行了

验证 , 验证结果表明自动计数与人工计数相比 , 

计数结果一般偏大(误差 2.4%~13.3%), 总体来说, 

自动计数的偏差在可控范围之内。若从计数效率

及计数方法上考虑, 对比之下, 自动计数仍是目

前来说较好的计数方法。关于 DIDSON 在大型水

母的监测和调查方面, Han 等[23]运用 DIDSON 清

晰的监测了近岸盐湖水域中伞径 4.1~19.6 cm (平

均 13.1 cm) 的海月水母 , Makabe 等 [24] 通过

DIDSON 再次监测了近岸盐湖中的海月水母的时

空分布和季节种群动态, 并发现通过 DIDSON 清晰

识别出海月水母的最小伞径为 5.0 cm。在 DIDSON

监测大型水母沙海蜇的方面 , Honda 等 [25]通过

DIDSON 清晰的观察到沙海蜇在海中的移动状况

和垂直分布的水层, Lee 等[26]用 DIDSON 研究了

黄海海域沙海蜇的游动速度和伞径的关系。采用

双频识别声纳 DIDSON 监测大型水母, 由于该仪

器超高的声学分辨率 , 使得大型水母本身的轮

廓、水中的方位、生殖腺甚至附属器等特征可以

被有效识别出来[23], 在浅海水域是一种精准的监

测大型水母的方法之一, 并且可以监测到大型水

母分布的水层特征。由于本研究调查时间较短 , 

沙海蜇个体数量较少, 人工计数的方法即可以满

足数据处理的要求。本研究和 Han 等[23]、Makabe 

等 [24]大型水母的声纳观测图像计数中均只采用

了人工计数的方法, 未采用通过软件自动计数的

方法[40, 44]。 

从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来看 , 双频识别声纳

DIDSON 进行了不损害海洋生物情况的丰度评估, 

较为清晰的显示出大型水母沙海蜇分布的水层和

数量, 显示了双频识别声纳 DIDSON 对大型水母

沙海蜇良好的观测效果。采用高分辨率成像声纳

技术调查水母的方式, 即使在低可见度的水体中

也可以提供了近似于视频质量的水下生物的声学

影像, 尽管水母的声学影像没有鱼类清晰, 但是

可以通过水母体本身的轮廓、水中的方位乃至生

殖腺等特征将水母与鱼类有效鉴别出来[23]。证明

双频识别声纳是可以应用于浅海大型水母沙海蜇

的观测和调查。从声纳观测和网具监测的沙海蜇

丰度比对来看, 2017 年 7 月份和 8 月份声纳监测

的沙海蜇丰度分别是网具监测的 4.89 倍和 3.95

倍, 而 Han 等[23]的监测结果显示, 声纳监测的海

月水母丰度是网具监测的 3.3 倍。从对大型水母

观测的伞径来看, Han 等[23]对伞径 4.1~19.6 cm 

(平均 13.1 cm)的海月水母进行了观测, 本文则对

伞径 16~81 cm (7 月份平均伞径 33.01 cm± 13.17 cm, 

8 月份平均伞径 57.03 cm±13.44 cm)的沙海蜇进行

了观测, 本研究观测的大型水母伞径更大, 进而

在声纳观测图像中水母更加易于识别, 体现出了

良好的观测效果。 

3.2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目前 DIDSON 在国内渔业管理的应用一般是

在河流、水库和湖泊[29-31, 51]中鱼类资源的观测和

评估, 以及在浅海人工鱼礁区鱼类资源的监测[52-53]。

本研究在国内首次将 DIDSON 应用于浅海海域大

型水母监测调查中, 证明了 DIDSON 是可以应用

于浅海海域大型水母沙海蜇的监测调查的。本研

究中, 双频识别声纳清晰的观测到沙海蜇在调查

海域栖息的水层和实时分布状况, 与传统网具监

测调查相比, DIDSON 更为准确的评估了调查海

区大型水母沙海蜇的丰度。本研究结果显示 , 

DIDSON 观测可以扩展大型水母沙海蜇监测的内

容, 对沙海蜇行为学的观测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在大型水母行为学研究和资源量评估方面具有明

显优势, 该方法在浅海海域大型水母沙海蜇的监

测调查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 值得进一步研究应

用。但本研究中也有一些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继

续研究改进的地方, 主要如下:  

1) DIDSON 具有较高的工作频率, 要求探测

时的走航船速较慢。张进[51]在研究中指出, 一旦

船速较快, 采集到的鱼体目标就会出现锯齿状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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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 当速度降低时锯齿状特征就有明显改善。为

了能够得到清晰的数据, 数据采集的时候一定要

保持测量船的平稳, 选择风浪小的天气测量, 船

的速度不宜过快, 一般3到4节最好。在针对DIDSON

声纳图像的诸多研究中多采用定点观测[16,44]或者慢

速走航探测[29-30,51], 所采集到的数据质量较好[27]。

因此本研究和 Han 等[23]的研究均采用了较慢的

走航船速(2.5~3.5 km/h), 这就导致在相同时间内

DIDSON 扫测体积低于传统网具调查的扫测体

积。莫伟均等[30]在北盘江董箐与光照库区鱼类资

源水声学调查中认为 DIDSON 走航船速需要控制

在 5 km/h 以内才可以保证较好的图像质量; 周家飞

等[29]在葛洲坝下游近坝区水域鱼类资源 DIDSON

走航探测中, 经过多次实验, 认为船速维持在 7 km/h

以下时, 可以保证探测图像较好的质量。本研究是

在浅海中, 受到波浪和潮流的影响, 采用了更低的

船速, 但在今后的调查中, 是否可以根据上述国内

的经验尝试采用相对略高的船速是否能得到清晰

的水母监测图像, 增加单位时间内的DIDSON走航

观测范围, 减小单位时间内扫测体积较小而带来

的声纳观测数据的随机性。 

2) 本研究和 Han 等[23]均是通过测量网具调

查的大型水母伞径结果来计算 DIDSON 探测的大

型水母伞径。在对 DIDSON 探测影像进行人工测

量时无法考虑到被测生物的角度, 测量方法比较

机械, 只能暂定影像框选被测生物进行测量, 这

样就会造成测量的局限性[52]。探测区域的沙海蜇

的游动体态不同 , 对测量沙海蜇伞径的区别很

大。今后可以继续研究并建立大型水母不同的体

态与伞径的函数关系, 通过 DIDSON 观测图像测

量大型水母伞径。另外可以今后尝试根据声学影

像对被测大型水母进行科学、有效的提取和识别, 

进而建立客观、准确的声学特征和生物学特征之

间的模型关系, 利用 Echoriew 等软件来实现大型

水母声学图像的自动计数和跟踪。 

3) 本研究中沙海蜇主要栖息在调查海域中

上层水域(1.1~10 m), 底层水域沙海蜇出现的少。

这点与 Han 等[23]的海月水母栖息在中上层水域丰

度更高的观测结果相同。海水的物理化学条件 , 

如低盐度水或风驱动的海流表层和底层缺氧可能

会影响垂直方向水母的分布[23, 54-55]。另外调查时

间也会影响水母的垂直分布, Honda 等[56] 对 12

只伞径在 0.8 m至 1.6 m的沙海蜇游泳深度进行了

声学信标跟踪, 发现日本海沙海蜇的活动范围与

海洋的垂直结构有明显关系, 夜晚的游泳深度要

明显高于白天, 中午时刻的游泳深度相对于清晨

明显变浅, 午夜的游泳深度要明显高于夜间的其

他 时 间 段 。 因 此 建 议 在 今 后 的 调 查 中 增 加

DIDSON 观测时间, 包括进行长时间昼夜 24 h 的

定点观测等, 进一步掌握近海沙海蜇的生态栖息

习性。 

4  总结 

考虑到大型水母在海区中分布水层的不同 , 

未来的大型水母监测调查则是需要多种技术全方

位的调查, 弥补各自的缺点。在未来大型水母监

测中可根据具体监测海域情况将 DIDSON、传统

网具以及目视调查等方法选择性的结合使用, 特

别是有些海域状况复杂或者沙海蜇数量太多撑破

网具, 难以开展网具调查时, 可采用 DIDSON 进

行沙海蜇监测调查。本研究中声纳观测的沙海蜇

平均丰度明显高于网具监测, 由于本研究的声纳

观测扫测体积低于网具扫测体积, 有可能造成声

纳监测数据的随机性要高于网具监测, 在今后的

监测中, 通过延长走航观测时间, 增大扫测体积, 

可得到更加科学的结果, 进一步的研究声纳观测

和网具监测大型水母丰度的差异。本研究的结果

证明双频识别声纳是适用于近海大型水母沙海蜇

的监测调查工作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们还需

要将双频识别声纳用于更多种类的大型水母观测

中以验证其在不同大型水母监测调查的应用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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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Dual-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onar (DIDSON) to 
monitor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in inshore waters of 
Liaodong Bay 

WANG Bin, LIU Xiuze, WANG Xiaolin, JI Guang, DONG Jing 

Liaoning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Ecology; Dalian Key Laboratory of Conserva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Liaoning Ocean and Fisheries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giant jellyfish blooms have occurred on a nearly annual basis around 
the globe, with disastrous effects on the ecology of marine systems, fishery resources, coastal industries, and 
coastal tourism. Researchers, both domestically and abroad, hav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this phenomenon using 
nets, visual observations, underwater cameras, acoustic technology, aerial imagery, and other means to elucidat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giant jellyfish blooms. In recent years, acoustic technology has been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tock and behavior of giant jellyfish globally. These technologies have demonstrated favorable 
monitoring capabilities and the potential for their application in both resource assessment and the kinematics of 
the giant jellyfish.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Dual-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onar (DIDSON) on giant jellyfish 
Nemopilema nomurai monitoring in Liaodong Bay, we used DIDSON to determine quantitatively the abund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giant jellyfish N. nomurai with individual medusae of 16–81 cm (33.01 cm±13.17 cm in July 
and 57.03 cm±13.44 cm in August) bell diameter in inshore waters of Liaodong Bay in July and Augus, 2017, and 
jellyfish anchor flow net samples were conducted simultaneously to verify DIDSON observations in the 
monitoring of large jellyfish. The survey results showed that DIDSON observation images can directly display the 
number of jellyfish and their positions in the water layer. The abundance of N. nomurai estimated by the DIDSON 
was 6.13 ind/(1000 m3), 6.71 ind/(1000 m3), 7.93 ind/(1000 m3) with mean (6.92±0.75) ind/(1000 m3) in July, and 
1.41 ind/(1000 m3), 1.23 ind/(1000 m3), 0.55 ind/(1000 m3) with mean (1.07±0.37) ind/(1000 m3) in August. The 
overall average abundance of jellyfish estimated by DIDSON in July and August was 4.89 times and 3.95 times 
higher than that estimated by net, respectively. DIDSON images showed that N. nomurai mainly inhabited the 
upper and middle waters (1.1–10 m), with fewer in the bottom layer.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network 
survey, DIDSON can more accurately observe the abundance of jellyfish in the survey area and their vertic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it is effective to monitor the giant jellyfish using DIDSON in shallow wat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DIDSON observation can expand the monitoring content of large jellyfish, affording great 
advantages in the observation of its behavior. By extending the DIDSON navigation observation time and 
expanding its detection range,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raditional nets, the abundance of large jellyfish can be 
monitored more accu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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